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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朝 分 权 体 制 考
———东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

李　济　沧
(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, 南京 210097)

摘　要:六朝为门阀贵族在政治 、经济 、思想文化方面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。但是 ,皇权也同样存在并

发挥作用。贵族的权力和皇权的权威 , 构成了东晋时期的国家权力。另一方面 ,这种权力架构又立足于江

南地域社会之上 ,没有了后者的支持 ,皇权与贵族便犹如浮萍一般 ,毫无所据。所以在东晋 , 皇权 、贵族和

地域社会之间 ,呈现出了两层分权态势。这种分权 ,并非出自对峙者的主体意识 , 而是出于各自利益的需

要。没有皇权 ,贵族将无法存在 , 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域社会也无法应对流民的南来;没有贵族 ,皇权将

失去依靠 ,无法应对豪族;而没有豪族 , 国家权力本身将无法存在。当皇权受到威胁时 ,贵族和豪族都要出

手相助;当皇权强大 , 侵犯了自己利益时 , 就必须联手予以压制 ,这些都是东晋时期分权体制的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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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众所周知 , 六朝国家权力的结构表面上为皇帝专制

体制 , 但实际掌握军政大权的是门阀贵族阶层。这种权力

构造 , 与前此的秦汉 、后来的宋元明清各朝显著不同 , 用

“君主与贵族之共议体”抑或 “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”的概

念理解 , 是目前较为稳妥的观察视角 [ 1] 338。不过我们还

可作进一步认识 , 即共议或共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分权体制

的体现 , 因为君主与贵族如果没有形成对峙 , 或者说没有

形成势均力敌 , 就无从谈论共治 , 因此君主与贵族之间形

成的分权体制实际上即是两者互相牵制 、互为依靠关系的

一种反映。再看六朝时期的地域社会 ,发挥主导作用的是

江南豪族 [ 2] 。当国家权力试图将其自上而下的统治贯穿

于地方社会时 , 往往受到具有一定自律性的豪族及地域社

会的抵制 , 从而导致国家统制无法得到全面贯彻。因此 ,

在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之间亦呈一种分权态势。本文的

目的 , 便是分析上述两种分权体制的成因及具体状况。至

于探讨的素材 , 则放在东晋初期 , 因为东晋南朝的王朝体

制正是形成于这一历史阶段的。

　　一 、东晋皇权的建立

西晋怀帝永嘉五年(311), 首都洛阳为匈奴刘聪攻

陷。 318年 ,最后一位皇帝愍帝为刘聪所害 , 西晋亡。 同

年 ,避难江左的侨姓贵族拥戴琅邪王司马睿(元帝), 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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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晋政权。司马睿的祖父琅邪王司马伷 , 为司马懿之子 ,

但从武帝司马炎的谱系来看 , 司马睿只不过是一个旁系皇

亲。那么 ,他究竟是如何提高自己的权威 , 在异乡江南重

建皇权的呢?

公元 307年 ,终结八王之乱并掌握朝权的东海王司马

越 ,采西晋初实施的宗王出镇之制 ,自镇许昌 , 同时遣其胞

弟司马略 、司马模 、司马腾三人各据地方重镇 [ 3] 。作为这

项政策的一环 ,八王之乱中忠实地追随司马越的司马睿经

谋臣王导策划 ,于同年七月被任命为安东将军 、都督扬州

江南诸军事 ,出镇建邺(后改为建康)。

上述遣宗室诸王据守重镇的制度 , 实际上即是采取封

建的方式 ,以之为藩屏与中央遥相呼应。司马睿来建康 ,

实际上也肩负着这一使命。具体而言 , 目的有二:一是将

南方丰富的米谷运往北方 , 支援限于四处征战之中的司马

越军;二是负责牵制坐拥强兵的镇东将军 、都督扬州诸军

事的周馥 ,此点更为重要。 《晋书》卷六十一 《周馥传 》载

周馥 “每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 , 言论厉然 ”, 二人势同水

火。 310年 , 周馥上奏奉迎怀帝的迁都计划 , 更让司马越

激怒不已 ,于是与司马睿联手击破了周馥。

但出镇江南 , 对司马睿来说却是异常艰难 , 其因主要

为江南地区在两晋之际的特殊地位。 280年 , 孙吴政权为

西晋所灭 ,其后虽历 20余年 ,江南之地仍然是 “吴人轻锐 ,

难安易动”(《晋书 》卷五十二 《华谭传 》), 这一点实际上也和

西晋政府的政策取向有关。自从夺得江南以来 , 首脑层基

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。因此 , 在这块近乎半

独立的地区 ,拥有指导性地位的并非西晋政府发派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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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长 , 而是孙吴以来便雄踞当地的土著豪族 [ 4] 。

作为年轻的皇族 , 307年首次出镇此地的司马睿本

人 , 据说还是 “威名未著”(《晋书 》卷九十八 《王敦传 》)、“名

论犹轻”(《晋书 》卷五十六《王导传 》), 虽贵为皇亲 , 但并不

具备镇守地方的资历和威望。就纷乱时期最为有效的武

力来看 , 尽管以宗王出镇的形式来到建康 , 但直接掌握的

军事力量却几近于零 [ 5] 。 《晋书· 王导传》对司马睿初

到建康的情景作了一个颇有深意的描述:“(元帝)及徙镇

建康 , 吴人不附 ,居月余 , 士庶莫有至者。”将这里的吴人 ,

理解为江南的土著豪族或许并无不妥。按照日本学者川

胜义雄先生的观点 , 面对周馥与司马睿这两支由中央派遣

且互为敌对的势力 , 他们需要观望一段时间后才能作出取

舍判断 [ 4] 。这条史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三条信

息:其一 ,司马睿初到江南时并无足够的权威与武力 , 为此

受到当地豪族的冷遇;其二 , 江南豪族有着足以轻视宗王

的资本;其三 ,在应对国家权力时 ,江南豪族内部有着一定

的统一性与自主意识 ,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。

尽管经历了上述初镇江南时的尴尬 , 但 10年以后的

司马睿却登上了帝位 ,成为东晋开国的皇帝。一介藩王的

他之所以得继司马氏帝统 ,原因在于华北局势的激变。

“八王之乱”不但削弱了西晋国力 , 而且还给晋王朝

带来了一个异常严重且最终给予其致命一击的事态 , 这便

是导致北方异民族的相继南侵。其中尤以匈奴刘渊 、羯族

石勒率领的军队 , 彪悍勇猛 , 成为司马越心腹之患。 311

年三月 , 司马越在内忧外患中忧郁而死。六月 , 首都洛阳

陷落 , 313年正月 , 怀帝为刘聪所杀。同年四月 , 秦王邺

(愍帝 ,武帝孙)于长安即位 , 318年国灭。华北情势一步

一步恶化的同时 , 另有一个值得注目的事态发生 , 即武帝

直系子孙几乎死亡殆尽。在此过程中 ,逐渐受到天下瞩目

的便是远在江南的琅邪王司马睿。

洛阳于 311年陷落之后 , 司空荀藩等人飞檄天下 , 推

司马睿为盟主 , 抗击异族。也正是由此开始 , 司马睿的名

字开始为天下所知 , 其权威也在某种程度上遍及全国。

316年十一月 ,愍帝降于匈奴 , 翌年七月 , 以司空刘琨与鲜

卑左贤王段匹磾为首 ,在北方坚持抗战的西晋大臣 180人

联名向司马睿上书 , 请其即位。 在这篇上书中 , 特别强调

“宣皇之胤 ,惟有陛下 ”, 即作为宣帝司马懿的唯一嫡孙 ,

除司马睿外再也无人能承继司马氏帝统。这种特殊的身

份 , 正是抗战大臣联名劝进的最大理由 [ 6] 。

东晋皇权的建立 , 除了司马睿身具司马氏帝室的血统

这一点外 , 还有另一要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, 这便是大规模

的士庶南迁 , 《晋书 ·王导传》 “俄而洛京倾覆 , 中州士女

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”即反映了这一状况。据学者估算 , 永

嘉年间的战乱导致了约 90万人的北方难民背井离乡 , 先

后流寓到江南 [ 7] 。其中 , 贵族士人不在少数 , “中原冠带 ,

随晋渡江者百家 , 故江东有百谱”, 颜之推在《观我生赋·

自注》中的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但更为重要的

是 , 这句话同时显示出流民或贵族们是在追随晋室亦即司

马氏帝室之际来到江南的。可是 , 当整个华北地区遭遇异

民族的侵入 ,陷入绵绵不绝的大混乱之际 , 能够作为晋室

司马氏的代表 ,进而将整个汉民族的正统性集于一身的 ,

除了司马懿唯一的后胤琅邪王司马睿以外 , 又有谁能做到

呢? 《晋书》卷一一四《苻坚载记下》载前秦石越所云 “晋

中宗 ,藩王耳。夷夏之情 , 咸共推之 , 遗爱犹如在人”,就如

实地反映出司马睿拥有相当程度的正统性 , 其权威与名分

得到天下的公认 , 成为丧乱之际稳定民心的存在。

权威与名分固然是稳固皇权必不可少的两项条件 ,但

是作为其核心人物的天子 , 如果没有一定的资质与政治能

力 , 终究无法应对那错综复杂的乱离时代。那么 , 元帝司

马睿的资质与能力又如何呢? 我们接下来从他来江南以

前的经历中 ,寻找其端倪。

八王之乱爆发那年(291), 父司马觐死去 , 年仅 15岁

的司马睿袭爵琅邪王 , 并以员外散骑常侍奉职于朝廷。据

《晋书》卷六 《元帝纪 》, 这时的他 “恭俭退让 , 以免于祸。

沉敏有度量 ,不显灼然之迹 , 故时人未之识焉 , ”为了不致

卷入权力之争而显出一种恭谦韬晦的态度 , 所以当时人似

乎不曾注意到他。但以善于甄别人物而著名的侍中嵇绍

却认为他 “异” , 称 “琅邪王毛骨非常 , 殆非人臣之相也”

(《晋书 》卷八十九《忠义 ·嵇绍传 》), 识破了其与众不同之

处 ,如果再将这一评价与 《晋书 ·元帝纪》所述 “幼有令

问”合而观之 , 可以基本判断司马睿实际上是一位志向颇

高 、善于审时度势的人物。

可是 ,身处宗室同类引发的大争乱中 , 司马睿作为帝

室一员 ,又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。 301年 , 赵王司

马伦掌权 ,处事横暴 ,对此心怀不满的司马睿与名士陆机

一道成功地逃离洛阳 , 并在 304年加入到司马越阵营 , 此

后作为左将军参加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的战斗。然而在荡

阴遭遇惨败 ,司马睿极为艰险地得以脱身 , 但叔父司马繇

终为颖所害。或许因为这份尽力 , 他逐渐得到司马越的信

任 ,被授予平东将军 、监徐州诸军事的职务 , 负责留守司马

越的根据地徐州。由此可以看到他与司马越之间已经有

了某种信赖关系。如前所述 , 正是在司马越的指示下 , 于

307年出镇江南。

由上所述 ,可以发现司马睿的成长过程始终与八王之

乱相随。在这场政治动乱中 , 无论政治经验还是阅读时局

的能力抑或待人接物的态度都必定得到了充分的磨练。

那么 ,作为尔后东晋皇权的建立者 , 渡江之后的司马睿又

显示了怎样的为政态度 , 发挥了什么样的政治手腕呢?

首先是其 “性简俭冲素 , 容纳直言 , 虚己待物”(《晋

书》卷六《元帝纪》)的性格 , 在东晋的再建过程中发挥了

作用 ,因而受到了史家的称赞。 《世说新语· 规箴》引邓

粲《晋纪》:“身服俭约 ,以先时务。性素好酒 , 将渡江王导

深以为谏 , (元)帝乃令左右进觞 , 饮而覆之 , 自是遂不复

饮。克己复礼 ,官修其方 , 而中兴之业隆焉。”励行俭约之

治 ,勤于政务 , 谦虚容纳臣下的劝谏等等 , 刻画出了司马

睿宽仁与大度的形象。 《晋书》卷七十七《诸葛恢传》:“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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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氏为将军 , 而(诸葛)恢兄弟及颜含并居(显)贤要 , 刘超

以忠谨掌书命 , 时人谓(元)帝善任一国之才。”此为司马

睿 311年任镇东大将军时事 , 对追随自己渡江而来的琅邪

王国士人量才录用 , 显示出了他用人之能 , 为此受到时人

的评价。值得注意的是 ,除了重用侨姓贵族以外 , 司马睿

对出身江南的豪族也加以擢用 , 据《晋书 》卷六十八《顾荣

传》 ,初到江南 , 便采纳王导的建议 , 征召江南豪族进入自

己的安东将军府 , 其中尤以军司顾荣极受尊重。对这一时

期的司马睿 , 后与其产生矛盾 、最终兵戎相见的王敦也曾

赞其 “虚心下士 ,优贤任人 , 宽以得众 ,故君子尽心 , 小人毕

力”(《晋书 》卷五十六《王导传 》)。从上引纳谏 、用人的几个

例子来看 , 这段评语似非虚言。

北人南迁这一巨大的社会流动浪潮中 ,北人南人之间

尽管存在着某些冲突和矛盾 ,但是基本上能团结一致 , 共

建晋室 , 这些如果离开了司马氏皇权的号令与权威 ,几乎

无法想象。 《晋书》卷六十五 《王导传》:“西都覆没 , 海内

思主 , 群臣及四方并劝进于帝。 时王氏强盛 , 有专天下之

心 , 敦惮(元)帝贤明 , 欲更议所立 , 导固争乃止。”这既说

明在南北势力交错之际呈现出来的复杂局势中 ,司马睿逐

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,同时 “贤明 ”一语也表明 , 司马氏

皇权之所以能为王朝重建发挥作用 ,与司马睿个人大力实

施上述德政 , 致力于重建王朝的姿态大有关连。

　　二 、国家权力中的皇权与贵族

有了充分的权威 ,再加上司马睿的贤明政治 , 在此背

景下 , 东晋皇权似乎拥有稳若磐石的地位与权力。然而事

实却非如此。 《世说新语 ·宠礼》:“元帝正会 , 引王丞相

(导)登御床 , 王公固辞 , 中宗引之弥苦……”仅看这一条

史料 , 司马睿似乎极为尊敬王导 , 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一个

极为严重的问题 , 这便是在权威高涨的皇权背后 , 存在着

超越常轨的君臣关系 。那么 , 这一事态究竟如何影响现实

的政治 , 进而影响到司马氏皇权的呢?

王导是司马睿江南镇守之际的策划人 ,也是东晋创业

的第一功臣。尽管与司马睿同岁 , 但睿却呼其为 “仲父”,

十分尊崇。王导出身于司马睿的封国琅邪郡 , 《晋书· 王

导传》载 “时元帝为琅邪王 , 与导素相亲善 ”, 十分清楚地

说明王导与司马睿关系亲密。来到江南以后 ,以王导为首

的王氏一族继续支持司马睿。 其时 , 王导担中枢辅政之

任 , 而从兄王敦则致力于平定江南各地的敌对势力 , 从

311年开始 ,展开对江州 、荆州方面的作战 , 至 319年基本

控制了荆州全局。 《晋书 ·王敦传》:“帝初镇江东 , 威名

未著。敦从弟导等同心翼戴 , 以隆中兴 , 时人为之语曰:

`王与马 ,共天下 ' ” 。仅此一句 , 就可以看到在东晋国家

的建立过程中王氏一族的功劳之大与威名之盛。

从此时的王 、马关系来看 , 仍是 “契同友执”(《晋书 ·

王导传》), 保持着极亲密的关系。借用司马睿的话说是

“吾与卿(王敦)及茂弘(王导)当管鲍之交”(《晋书· 王

敦传》),用王氏的话则为 “恩侔兄弟 , 义同交友”(《晋书》

卷七十六《王导传 》)。两者之间似乎结成一种超越君臣

上下 ,形同兄弟 、“契友”的关系。① 可是作为臣下的王氏 ,

其势力的扩大与司马氏皇权之间真的能够相濡以沫吗?

而后者随着司马睿个人权威的提高 , 也在逐步膨胀。前引

《王导传》载王敦曾有废司马睿之意 , 但被王导劝止 , 就是

一个信号。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, 是摆在王 、马双方

面前的一道难题。 《晋书》卷六十一《周嵩传》:“是时 , 帝

以王敦势盛 ,渐疎忌王导等 。”针对贵族势力的扩大 , 首先

采取行动的是皇权一方 ,也就是开始与王氏保持一定的距

离。 《晋书· 王导传 》也云:“及刘隗用事 , 导渐疎远。”看

上去在疏远王导 , 但实际却非如此单纯 , 其背后暗藏着司

马睿的一个重大政治决断 , 透露出此信息的是 “刘隗用

事”一句。 《晋书》卷六十九《刘隗传》云:“隗雅习文史 ,善

求人主意 ,帝深器遇之。迁丞相司直 , 委以刑宪……与尚

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”。据此可知 , 其受重用是在司马

睿为丞相的 313年五月以后。在这一阶段 ,司马睿的政治

方针显示出了某些特点 , 《晋书》卷四十九 《阮孚传》:“避

乱渡江 , 元帝以为安东参军。 蓬发饮酒 , 不以王务婴心。

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 , 而孚之徒不能弃也。”也就是较为重

视申不害 、韩非子等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的思想 , 而作为执

行这项政策的人物 , 便是提拔腹心大臣刘隗等人。

细观《晋书·刘隗传》 ,自被委以刑宪以后 ,与其说是

在 “救世” ,毋宁说专以法来对付周顗等贵族人物 , 对之加

以严厉纠弹 ,如果再从刘隗 “善求人主意”的性格特点来

看 ,那么他的行动显然来自于司马睿的直接授意。据汪藻

《世说新语考异》 , 齐梁间人敬胤就曾对司马睿推行法术

主义作了一个概括 , 这就是 “以法御下” 。既然主旨在于

“御下” ,身为建康贵族之首的王导及其一族当然也不免

受到冲击。例如其兄王含 , 外甥王籍之等人就受到了弹

劾 ,到建兴年间(313-317), 连王导本人也几乎被逼辞职。

将 “以法御下”与 “导渐疎远”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 , 显然

司马睿是在意图摆脱 “仲父”、“契友 ”这种私人之间的情

谊 ,而代以君臣名分这种公共的立场来处理彼此的关系。

值得注意的是 , 上述重视法术的倾向逐渐显露于 313

年以后。前面已述 , 对于司马睿来说 , 洛阳陷落的 311年

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 , 因为他的权威正是以此年为

界而得以飞跃的提高。 《晋书》卷八十九 《忠义 · 虞悝

传》:“元帝为丞相 , 招延四方之士 , 多辟府掾。时人谓之

百六掾。”众多贵族士人被招致丞相府 , 实际上就体现了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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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通过《世说新语·方正 》注引 《高逸沙门传》的一

段记载 ,也可以印证两者的关系:“晋元 、明二帝 , 游心玄

虚 ,托情道味 , 以宾友礼待法师(竺道潜)。王公(导)、庾

公(亮)倾心侧席 ,好同臭味也。”风靡魏晋时期的清谈 、玄

学等贵族文化 ,随着大批贵族的南渡也盛行于江左 , 司马

睿父子虽为帝室 , 但也受其影响 , 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。

拥有共通的学问 , 似也是王 、马相互之间产生亲近感 ,能够

同心协力共建晋室的原因之一。



马睿的权威 , 而这当然也促使他本人借此提高自己的威

信 , 进而巩固皇权。 《晋书· 周嵩传》载周嵩曾专门上疏

辨明王导的忠贤 , 并指出东晋的再建是 “此亦群才明 ,岂独

陛下之力焉” 。前面看到 ,疏远王导等人即在此时 , 显然司

马睿是在自身权威得到巩固之后才走这一布棋的。周嵩

的这句话显示出 , 伴随着权威的提高 , 司马睿逐渐失去了

过去的慎重与贤明 , 开始显露出某些独裁的迹象。

如此来看 , 意图让贵族服从于自己 , 抑制其势力 , 正是

司马睿重视法术的主要目的。不过 , “时阴阳错缪 , 而刑狱

繁兴”(《晋书 》卷七十二《郭璞传 》)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 ,

或是王敦所非难的 “自从信隗已来 ,刑罚不中 , 街谈巷议 ,

皆云如吴之将亡”(《晋书·王敦传 》),都说明司马睿的政策

并非是依靠客观制定的法 ,而是带有极为恣意的色彩。

司马睿为了加强皇权 ,开始用宗室出镇地方。司马氏

帝室的传统本来便是分封宗室诸王 ,使其出镇 , 晋武帝或

司马越都如此 , 司马睿也继承了这一点。 313年 , 遣子司

马绍(明帝)出镇广陵 , 317年又以子琅邪王裒为使持节 、

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代绍出镇。即位以后 , 控制了江

州 、荆州等重镇的王敦势力成为司马睿的心腹之患。 为了

与之抗衡 , 再用宗王出镇政策 , 320年以谯王司马承出镇

湘州 , 《晋书》卷三十七《谯王承传》:“(元)帝欲树藩屏 ,

以谯王承监湘州诸军事 、南中郎将 、湘州刺史 ,以抗王敦。”

司马承的任务就是专门牵制王敦。对司马睿的上述政策 ,

南宋朱熹作过一个论断 , 即 “晋大封同姓 , 八王之乱以此 ,

元帝中兴亦以此。”(《朱子语类 》卷一三五)不过 , 武帝及司

马越的目的是让宗王保卫中央 ,而司马睿的宗王出镇策却

是同贵族强臣相抗。

依仗自己逐渐提高的权威 , 削除贵族的势力 , 从而达

到加强皇权的目的 , 司马睿的这一系列政策在实际上取得

了一定的效果。王导后来回忆当时自己的心境是 “昔年佞

臣乱朝 , 人怀不宁 ,如导之徒 , 心思外济 ”(《晋书 》卷五十六

《王导传 》)。所谓 “佞臣” ,不用说指的是刘隗等人。王导

这句话 , 固然反映了贵族们受到来自皇权方面相当大的压

力与猜忌 , 但 “心思外济”一语 , 又显示出与司马睿相对抗

的势力存在 , 这正是坐镇荆 、江的王敦。

本来 , 司马睿重用刘隗等人还有一个背景 , 那就是牵

制王敦。 《晋书·王敦传 》:“(敦)既素有重名 , 又立大功

于江左 , 专任阃外 ,手控强兵 , 群从贵显 ,威权莫贰 ,遂欲专

制朝廷 , 有问鼎之心。帝畏而恶之 ,遂引刘隗 、刁协等以为

心膂。敦益不能平 , 于是嫌隙始构矣。”由此可知 , 重用刘

隗的契机亦即法术重视与宗王出镇的政策实际上是同时

实施 , 相互连动的 ,其矛头所向 ,正是曾经一心拥戴自己的

王氏一族。这当然引起了王氏等贵族的强烈警戒。 《晋书

·王敦传》):“(元帝)以谯王承镇湘州。敦复上表陈古今

忠臣见疑于君 , 而苍蝇之人交构其间 , 欲以感动天子。帝

愈忌惮之。”两者之间的不信越来越恶化。 322年 , 王敦以

讨伐刘隗 、刁协为名义起兵。四月 , 司马睿方面的军队迎

击攻入石头城的王敦军 ,但一战而败。司马睿在同年冬天

于忧愤之中死去 , 年仅 46岁。

《晋书·元帝纪》对上述王 、马之争的结果作了一个

概括 ,即 “中宗失驭强臣 , 自亡其斧 ”。应该说 , 皇权与贵

族之争的第一个回合 , 确实是以贵族的胜利而告终。但是

王敦用武力胜司马睿 ,并不能意味着贵族能排斥司马皇权

而独占整个国家权力。据 《晋书 · 王敦传》, 王敦掌握了

朝权以后 , 搞得却是 “渐失人心 , 君子危怖 , 百姓劳弊 ”。

324年当他第二次起兵 , 目的并非清君侧而在取代司马氏

时 ,尽管此时的对手明帝还没有其父那样的历练和权威 ,

但还是立即遭致了失败。

以上我们看到 , 没有皇权的权威与号召力 , 没有贵族

的协力与用兵征伐 , 东晋都不可能建立。但是司马睿利用

自身的权威 ,在维护和巩固皇权的同时 , 采取了一系列打

压贵族的措施。这些措施表面上试图以法御下 , 实质则在

独裁专权 ,树立绝对的君主权。反观王敦 , 则意在利用手

中的武力 ,控制皇权进而取而代之。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,

两者都没有成功。田余庆先生认为王敦第一次举兵 , 以

“清君侧”为名 ,反对刘隗 、刁协 , 得到了士族的普遍支持 ,

因为士族在东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 , 不容皇权侵犯。

而王敦第二次举兵 , 目标在取代司马氏 , 最终以士族的共

同反对而失败 ,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

废弃。对此田先生指出:“历史的结论是 ,只有皇权与士族

共治天下 ,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。” [ 1] 338

平衡和共治 ,非常客观地指出了东晋初期皇权与贵族

的存在型态 ,但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把这种平衡和共治作为

一种分权体制来加以理解。从以上论述来看 , 基本可以说

司马氏皇权代表的是一种稳定人心的权威 , 所谓 “夷夏之

情 ,咸共推之” 。至于贵族 ,除了同样具有传统的权威以及

文化优势以外 , 在东晋初期更多地表现出了对权力的占

有。东晋的国家权力 ,体现了皇权与贵族亦即权威与权力

分而合之的一种型态。 当皇权利用权威意图削减贵族权

力时 ,必然受到后者的有力反击。 同样 , 贵族虽然势力强

大 ,但终究代替不了皇权所具有的权威。贵族之所以为贵

族 ,就在于他们是与皇权分权共治的存在 ,而非夺权自立。

东晋初期 ,王与马共天下 、王与马争天下 , 皇权与贵族势力

之间的相争与相融 ,实质上反映了一个权威与权力之间分

化 、整合的过程。经过两次较量 , 皇权与贵族双方似乎找

到了各自在国家权力中的位置。通过平衡与共治达致分

权的体制 ,正是东晋国家权力的结构特点 , 而东晋王朝也

正是在皇权与贵族的这种分权态势中得以长期维系的。

然而 ,东晋国家权力出现分权体制的成因何在? 越过国家

权力本身的构造特点 ,应该说江南地域社会或江南豪族的

力量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。

　　三 、国家权力与江南社会

322年三月 , 在武昌举兵的王敦进至芜湖时 , 再次上

表列举刁协的罪状。对此 , 司马睿大怒 , 下诏曰:“王敦凭

恃宠灵 ,敢肆狂逆……今亲率六军 ,以诛大逆 , 有杀敦者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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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五千户侯。”(《晋书 》卷九十八 《王敦传 》)这里可以看到司

马睿有着相当大的自信与成算。这并非失去理性的狂怒

言语 , 而是有其凭据的。

当初除了法术主义与宗王出镇之外 ,司马睿加强皇权

的另一个重要举措便是积极组建一支由自己掌握的军队 ,

同时藉以防范王敦。 《晋书·王敦传》:“(元)帝以刘隗为

镇北将军 , 戴若思为征西将军 , 悉发扬州奴为兵 , 外以讨

胡 , 实御敦也。”据 《晋书 · 元帝纪》 , 此为 321年七月间

事。首先派司马承出镇湘州 , 接着就是这次组建镇北 、征

西两个军府 , 目的都在防备王敦。

但结果却是司马睿苦心筹建的军队在王敦面前异常

脆弱 , 一战而败。这不禁使人感到 , 司马睿的皇权强化政

策有着某些致命的缺陷。也就是说 , 作为开国的天子 , 尽

管得到了天下百姓的大力奉戴 , 有着充分的权威 , 但在其

皇权结构的根底部 , 仍有某种弱点存在 , 致使权威与实际

的支配力之间出现偏差。刘隗 、戴若思受司马睿信赖组建

军队 , 其构成主要为扬州奴。这些当然是作为大土地所有

者的江南豪族拥有的奴。由此可见 ,司马睿征发奴兵除了

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豪族的根本利益之外 ,更是皇权与江南

地域社会之间冲突与对立关系的一种体现。

司马睿经略江南的最大弱点 ,在于直接拥有的兵力极

端微弱。因此 , 不得不全面依仗当地豪族的力量。渡江之

后 , 310年爆发的豪族钱璯之乱的平定以及针对周馥的讨

伐作战 , 或是 311年讨伐不服己令的江州刺史华轶 , 司马

睿一方的军队几乎全是江南豪族所率兵力构成。因此 , 如

《晋书·元帝纪》“以顾荣为军司马 , 贺循为参佐 , 王敦 、王

导 、周顗 、刁协并为腹心股肱 , 宾礼名贤 ,存问风俗 ,江东归

心焉”的记载所见 ,司马睿对江南豪族及其乡里社会进行

了相当周到的怀柔。而当南北势力冲突时 , 例如 314年 ,

志在一扫北人的义兴周勰的反乱尽管被王导的妙策压制

住 , 但仍 “以周氏奕世豪望 , 吴人所宗 , 故不穷治 , 抚之如

旧”(《晋书 》卷五十八 《周勰传 》)。这样一种善后处理的措

施 , 正是考虑到了周氏所拥势力之强的缘故。仅此一事 ,

反映出了当时南北势力之间异常分明的力量对比。

但是 , 承继司马氏帝统的资望及名分 , 受到天下万民

的推戴 , 激剧上升的权威 , 这些都促使司马睿下定决心要

压制势力增长的贵族势力 ,进而强化皇权 , 此点已见前述。

据《晋书·元帝纪》 , 318年七月亦即其即位四个月后 , 便

发布了下面一道戊申令 , “二千石令长当袛奉旧宪 ,正身明

法 , 抑齐豪强 ,存恤孤独 , 隐实户口 ,劝课农桑”。值得玩味

的是 , 这道诏书的发布于同年六月刁协被任命为尚书令之

后。 《晋书》卷六十九 《刁协传 》):“(刁)协性刚悍 , 与物

多忤 , 每崇上抑下 , 故为王氏所疾。 又使酒放肆 , 侵毁公

卿 , 见者莫不侧目。 然悉力尽心 , 志在匡救 , 帝甚信任

之。”本为贵族出身的刁协与刘隗一道 , 受到司马睿的绝对

信任。 《晋书· 刘隗传 》:“太兴初 , 长兼侍中 , 赐爵都乡

侯 , 寻代薛兼为丹阳尹 ,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 , 欲排

抑豪强。诸刻碎之政 ,皆云隗 、协所建。”将这两件事例结

合起来看 ,司马睿与其侧近的刘隗 、刁协一道 , 为了巩固和

加强皇权而欲推行 “崇上抑下”的政策 , 为此对江南豪族

进行了 “排抑” [ 8] 。

不过 ,司马睿的主要目标还是在压制贵族。为了对付

琅邪王氏尤其是王敦的势力 , 必须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

队。除了前述征发奴兵之外 , 据《晋书 · 刁协传》:“以奴

为兵 ,取将吏客使转运 ,皆协所建也 , 众庶怨望之。”也就是

另外发动豪族拥有的僮客 , 使其为刘隗 、戴若思的军府运

输军粮。这些都说明 , 司马睿在组建军队时 , 能够利用的

似乎只有征发江南豪族的奴或客 , 除此以外 , 再无他法。

因此 ,豪族政策的前后变化对他来说 , 又似乎有不得已而

为之的一面。为了压制贵族 , 提高皇权 , 司马睿所采取的

一系列抑制豪族 , 征发奴 、客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

的 , “百姓嗟怨。 ……百姓哀愤 , 怨声盈路 ”, “众庶怨之”

(《刁协传 》)等等记载 , 就如实地反映了江南豪族的不满。

而且 ,这些怨恨不久便体现到了具体的行动上。 322年正

月 ,王敦以讨刘隗 、刁协为名 , 在武昌起兵。三月 , 元帝召

回刘隗 、戴若思 , 使其防卫建康。四月 ,王敦的军队到达石

头城 ,其时 , 负责守备的是江南最强的豪族义兴周札。周

札此时采取的行动却是自开城门接应王敦。于是 , 王敦军

队一气攻入城内 , 击败了刘 、戴的军队 , 控制了建康。

这里 ,有必要看一下王敦军队的构成。从 311年的华

轶讨伐作战开始 , 王敦从江州向荆州方面展开攻势 , 然而

在整个过程中 ,东晋方面全面依仗的是南人甘卓 、周访以

及陶侃所率的军队。直到 319年 ,在周访消灭了反乱势力

的杜曾以后 ,长江中游地区才逐渐恢复了安定。因此 , 在

王敦起兵的 322年 ,他的军队基本上由南人组成 , 此点应

无疑意 [ 5] 。从别的角度来看 , 他的主要参谋为江南豪族

的沈充与钱凤这二人 , 也可以证明上述判断。尤其是响应

王敦而举私兵的吴兴沈充 , 与义兴周氏比肩 ,号称 “江东之

豪 ,莫强沈 、周”(《晋书 》卷五十八《周处传附周札传 》), 为江

南最强势力的豪族。

这样看来 ,王敦讨伐军极有可能是由江南豪族支持或

直接构成的 ,其中便包括了沈氏的私兵。作为内应的周氏

也同样是江南最强豪族 ,而同王敦军队作战的 , 也是由江

南豪族的奴所组成的刘隗 、戴若思军队。面对这样一个几

乎全由江南豪族组成的武力世界 , “欲排抑豪强”的司马

氏皇权归于败战 , 可以说理所当然。所以 , 从表面上看致

力于强化皇权的司马睿政策经此一战而趋于失败 , 而且是

败给了贵族的势力 , 但从本质上而言 , 导致东晋皇权无法

得到伸张的根本原因 , 却是跟随司马睿对以周氏 、沈氏为

代表的江南豪族造成损害 , 由此引发他们反抗的刘隗 、刁

协等一系列排抑豪强的政策。

反过来再看战胜了皇权的贵族。前面看到 , 王敦第一

次起兵 ,亮出的旗帜是清君侧 ,并且还显示了同情受皇权

侵害的江南豪族的一面 ,正因为如此 , 得到了豪族乃至整

个江南社会的支持。也就是说 , 与其认为王敦的胜利反映

了贵族权力战胜皇权的权威 , 更应注意到豪族的动向在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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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与贵族发生争斗时所产生的影响。王敦第二次起兵 , 除

了欲取代司马皇权之外 , 还有欲剪除江南豪族势力的意

图 , 如杀周氏一门就是一例。其最后失败 , 固然由于明帝

调动了北方的流民军队 , 但没有得到江南豪族的支持也应

是一个重要原因 [ 1] 339。

综上所述 , 由皇权权威与贵族权力构成的东晋国家权

力始终受到了江南豪族势力的制约。至少在击败王敦的

流民兵团出现以前 , 无论皇权或贵族 , 其最基本的力量亦

即兵力的构成全都仰仗江南豪族。 从与国家权力保持一

定自律性的立场对江南豪族以及豪族社会的具体状况进

行考察 , 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课题 , 现在虽然不能就此展开

全面论述 , 但想涉及江南豪族一个侧面 , 这就是面对国家

权力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对策。

权威 、名分和正统性 , 这些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要素

是支撑东晋皇权的有力支柱 ,在天下大乱之际 , 它有着极

为现实的作用 , 而这一点并没有逃过江南豪族的眼睛。例

如 , 虽然他们在江南社会拥有强大的支配权 , 但在永嘉之

乱以后面对从华北蜂拥而至的巨大的流民浪潮 ,应如何对

付 , 可谓当务之急。而在那时 , 能够使流民维持一定秩序

的 , 除了 “宣皇之胤”的司马睿以外 , 再无别人 , 于是豪族

们很快作出了判断。 《世说新语 ·言语》:“元帝始过江 ,

谓顾骠骑曰:̀寄人国土 , 心常怀惭。' 荣跪对曰:̀臣闻王

者以天下为家……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。' ”本来到江南

的当初 , 面对深感自卑的司马睿 , 顾荣等豪族们开始表现

出了不信或轻视的态度 , 但此时态度为之一变 , 转而积极

与之合作。几年后 , 当侨姓贵族推戴司马睿时 , 南方豪族 ,

比如纪瞻等人积极响应这一行动 , 强烈请求睿即位。 《晋

书》卷六十八《纪瞻传》云:“及长安不守 、纪瞻与王导俱入

劝进。 (元)帝犹不许 、使殿中将军韩绩彻去御席。瞻叱

绩曰 、帝坐上应星宿 、敢有动者斩。帝为之动容。”江南土

著豪族们的这一合作姿态 , 在实际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例如 , 北人流民到了江南以后 , 一部分成为豪族的僮客 , 耕

力于他们的大土地经营之上 ,但是由于人数众多 , 大部分

又都在司马睿的命令下 , 滞留在长江北岸 , 被禁止继续南

下。当然 , 这里有着利用流民的力量 , 使其作为藩屏为东

晋防御北方异民族政权南侵的意图 , 但同时如果继续南

下 , 就有可能与江南豪族发生冲突 , 所以上述措施又有着

为了保护江南豪族利益的侧面在内。再如 ,北方贵族来到

江南以后 , 有着 “求田问舍”的倾向 ,但也都只是寻求土壤

较为贫瘠的沿海地域 , 其理由仍然还是为了避开豪族势力

最大的三吴地区 [ 9] 。

江南的豪族由于欠缺足够的权威与名分 ,所以在司马

氏皇权和侨姓贵族面前不得不有所妥协 ,如普遍官职不高

等等 , 这也是东晋初期南北之间时而发生冲突的原因。但

是从上述来看 , 他们在保护自己代代支配的地域社会方面

是不遗余力的 , 而且在对应国家权力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程

度的协调性与主体意识。要之 ,以皇权和贵族构成的国家

权力与拥有社会经济 、军事实力的江南豪族之间形成的分

权态势 ,通过东晋初期的风云激变愈显清晰。

　　结　语

东晋皇权的权威与贵族的权力构成了国家权力 ,但是

它们都植根在江南地域社会之上 , 没有了后者的支持犹如

浮萍一般 ,毫无所据。所以可以认为 , 国家权力与地域社

会之间出现了一种分权态势。但这种分权 , 并非是有意识

的分权 ,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。没有皇权 , 贵族将无

法存在 ,豪族也无法应对流民的南来;没有贵族 , 皇权将失

去依靠 ,无法应对豪族;而没有豪族 , 国家权力本身将无法

存在。因此当皇权受到威胁时 , 要出手相助 , 当皇权强大

以致侵犯自己利益时 , 就必须予以压制 , 这些正是分权体

制的特点。东晋出现的几次旨在强化国家权力的尝试 ,全

都是因为地方社会的存在而走向失败 , 这就说明了地方社

会以其社会和经济的实力 , 与国家权力保持着一定的独立

性并发挥着影响作用。

然而 ,我们最终所关心的问题 , 即在此分权体制下的

江南人民的生活如何 , 他们主体上的意识又如何 , 有没有

属于自己的自由呢? 通过本文的论述 , 至少我们可以得到

两个线索 ,首先是豪族社会整体力量强大 , 从某种程度上

可以保护民众不受国家权力的过度侵扰;其次 , 豪族社会

的整体力量强大必然建立在豪族与一般自耕农相对稳定

的关系之上 ,因为如果两者关系紧张 , 那么就无法对付来

自国家权力的侵扰。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, 似乎可以探寻到

江南社会民众生活及其自由的问题 , 这些即是今后准备予

以探讨的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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